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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國時期的學人是在中國轉型時期成長的一代知識份子，他們身上既存在

崇尚自由、追求民主與清高獨行的特點，亦具有傳統士大夫那種「齊家治國平天

下」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作為黨國元首，蔣介石自然是希望天下才士盡為

其所用，亦曾禮賢下士，並延攬多人加入政府。但他同時又十分忌恨知識份子身

上那種獨立意識和自由精神，甚至不惜加以迫害。儘管黨國體制的特徵與民國學

人心目中的民主自由絕然不同，但為了抗日禦侮，他們仍然擁戴蔣介石作為抗戰

的最高領袖。然而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依然堅持一黨專制，迫害異己，經濟上更是

政策失誤，腐敗橫行，通貨膨脹，致使知識份子生活日益貧困，對國民政府的態

度隨之發生轉變。本文主要依據蔣介石與顧頡剛、竺可楨、鄭天挺等人的日記，

觀察蔣介石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變化，以及這些民國學人如何由對蔣介石順從、

與之合作，到最終雙方徹底決裂的過程。

關鍵詞：民國學人　蔣介石　顧頡剛　竺可楨　日記

民國時期的學人是在中國轉型時期成長的一代知識份子，他們當中雖然

知名者不多，但社會地位很高，生活待遇優渥，深受人們尊敬。他們生逢家

國存亡之秋，懷抱學術報國的使命感，身上往往具有兩重性格：既受西方自

由主義精神的感召，強調科學實證、不盲從權威、崇尚個人自由、保護個人

權利、反對社會不公、憎惡腐敗、提倡改革；但同時又因自幼接受中國傳統

文化，舊學根底深厚，因而多秉承「經世致用」的入世思想，懷抱「學而優則

仕」、「讀書救國」的理想。正是因為受到西方與中國傳統的雙重影響，這些現

代知識份子與統治權威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張力。為了消除這種張力，有人認

為應將他們吸收到建制之內；反之，知識份子就會被推到建制的邊緣而被異

化，甚至變成與政府對抗的力量。作為黨國元首的蔣介石，如何對待知識份

子這個問題，自然成為他執政過程中的一項重要選擇。

蔣介石與民國學人 
關係的嬗變（1932-1949）

●鄭會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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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與知識份子的關係，以往不少論著均有所涉及，

如陳三井、呂芳上、金以林、王晴佳、王奇生、黃麗安等人的研究即從不同

方面探討了這一問題1。本文則在其基礎上，主要依據蔣介石與民國多位著

名知識份子的日記，特別是歷史學者顧頡剛的日記，再參照其他相關資料，

從他們各自的筆下，觀察蔣介石在上世紀30、40年代與民國學人之間的互

動，並對他們之間的關係予以初步探討。

一　蔣介石開始重視與學界的聯繫

蔣介石自幼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並未受過現代化正式的高等教育，更

沒有到西方國家留學的經歷。雖然他對學人有一定的尊重，但基本上還是將

士人視為出謀劃策、撰寫文書的幕僚，譬如延聘他少年時的老師毛思誠當他

的私人秘書，而他與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的關係就更是一個生動的事

例。蔣介石禮賢下士，而陳布雷則抱着傳統士人那種「士為知己者死」的信念， 

忠心耿耿為其服務二十餘年，成為蔣介石身邊重要的文膽和謀臣。

若說蔣介石的人際網絡，軍人出身的他原本在國民黨內地位並不是很高， 

早期權勢未穩，依賴的是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黨內元老的支

持；國民黨北伐與統一過程中，骨幹力量主要來自軍方將領。在長期的戎馬

生涯中，蔣介石大部分時間用於軍事指揮，關心的是如何掌控槍桿子，注意

的是奪取天下和鞏固政權，尚沒有時間、更沒有精力去考慮與學人建立關

係。雖然中原大戰後蔣介石一度兼任教育部長，但那只是因為要平衡黨內派

系間的矛盾，並沒有時間去關注教育，也沒有與教育界人士建立聯繫。在蔣

介石一步一步走向權力中心的過程中，1932年是一個關鍵的年份，這一年他

開始體會到知識與人才的重要，並逐步與眾多學人建立聯繫。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因而有了一段時間進行反

省，他感到以往之所以失敗，其中「對於學者及智識階級太不接近，各地黨部

成為各地學者之敵，所以學生運動全為反動派操縱，而黨部毫無作用，且有

害之」，即為主要原因之一2。他認為他所缺乏者「為外交與教育之大意，而

對於該兩方人才亦毫不接近搜羅，而對於國內之策劃與國外之交際，亦無專

人貢獻」，因此計劃今後「對於外交、教育與財政人才，應十分收攬；而對於

策劃之士亦應注重」，並決定「當於每星期研究一次或二次，一面可以交換智

識，一面可以選拔人才，而且得以聯絡感情也」3。不久蔣介石重新上台，即

將他的計劃付諸實施，而中間的牽線人，除了陳布雷之外，主要是他盟兄黃

郛的妻弟、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的錢昌照。

此時國際國內局勢愈發緊張，蔣介石聽從錢昌照的建議，決定成立國防

設計委員會，調查全國的資源（包括自然與人力兩大資源），並聘請各方面的

專家擔任顧問。錢昌照向蔣介石開出了一份四五十人的名單，其中軍事方面

有陳儀、洪中、俞大維、錢昌祚、楊繼曾等，國際關係方面有王世杰、周覽、 

謝冠生、徐淑希、錢端升等，教育文化方面有胡適、楊振聲、傅斯年、張其

昀等，財政經濟方面有吳鼎昌、張嘉璈、徐新六、陶孟和、楊端六、王崇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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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術論文 等，原料及製造方面有丁文江、翁文灝、顧振、范旭東、吳蘊初、劉鴻生、

顏任光等，交通運輸方面有黃伯樵、沈怡、陳伯莊等，土地及糧食方面有萬

國鼎、沈宗瀚、趙連芳等，可謂集結各界精英，皆為一時之選，其中大部分

人後來都成為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4。

以往與學界並無多少聯繫的蔣介石，此時開始考慮如何任用人才，他以

為「求賢才皆不易，當退而求次，不可眼界太高。近者朱益之〔培德〕、朱騮

先、朱逸民〔紹良〕、張岳軍〔群〕、賀貴嚴〔耀祖〕、蔣雨岩〔作賓〕；次之如陳

立夫、葛湛侯〔敬恩〕、俞樵峰〔飛鵬〕、陳公俠〔儀〕；遠者如程滄波、劉健群、

何浩若、梁幹喬、趙龍文；次之如張道藩、羅志希〔家倫〕、顧樹森、彭學沛， 

皆有一日之長。如欲求其全才，則何可多得？」5他運用各種方式，譬如接

見、談話、吃飯，乃至於聘請他們為之講課，先後接觸了很多著名的學者。

對蔣介石來說，這樣既可以補充個人的知識結構（重點是科學、經濟與外

交），更重要的還是從中考查和發現合適的人才，並為其所用6。他在1932年

的日記中對此多有記載，如4月12日：「晚與中大教授四人談話，皆為書生，

葉元龍略有見地」；13日「下午會客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中大劉光華皆有見

解，非書生可比」，但同日接見的其他二十多人卻「皆平平之也」。5月17、19

和20日，蔣介石連續三次聽取馬寅初介紹國際經濟之大勢，「皆甚見效」。這

些接觸對蔣介石的影響很大，他在日記中寫道：「近日極思準備時期組織之重

要，而且組織以人為主，故求人心切。自恨昔日識淺見少，坐井觀天之錯誤

也。」7

在這批學者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就是著名的地質學家翁文灝，在蔣介

石的日記中有相關的記載。6月17日，蔣介石聽翁文灝講到「中國煤鐵礦業之

質量，東三省幾佔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國鐵礦，為倭寇所有權約佔百分之

八十二以上。驚駭莫名，東北煤鐵如此豐富，倭寇安得不欲強佔？中正夢之

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對內對外之政策錯誤也」。18日晚，翁文灝又為

其講解中國各省礦藏之分布，蔣得知中國「所缺者為銀與銅，而最富者為煤，

為鉛，為鎢，為錳，為鋁，佔世界第一、二、三位」。19日下午，翁文灝接着

講東北與西北農產地之分布，「據其以氣候與雨量而論，則西北只可移數百萬

之民為屯墾防邊之用，絕非如世人所理想者可容八九千萬之移民也」。連續多

日聽翁文灝講解，蔣介石深深以為，「翁實有學有識之人才，不可多得也」。

而翁文灝等人的見解，對於蔣介石日後制訂政策也帶來重要影響。

6月20日，蔣介石約見軍工專家俞大維，發現「此人對於政治、人事皆能

留心，且有研究，惟恐其經驗不足耳」。此時蔣介石正在籌劃成立國防設計委

員會，他認為成立該會的關鍵就是集聚人才，尤以各組主任最為重要。這一

天他初步預定各組人選，其中經濟：馬寅初、劉振東、翁文灝、俞大維；內

政：張群、楊永泰、谷正倫、蔣伯誠、朱世明、何浩若；外交：余日章、裴

復恒、程滄波、周鯁生、徐漠；法律：王世杰；教育：戴季陶、朱家驊、蔣

夢麟、錢昌照、羅家倫。蔣介石以為，「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為政？

嘗欲將左右之人試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陳景翰、余日章三友可為

敬友，而不能為我畏友；其他如朱騮仙〔先〕、蔣雨岩、張岳軍、俞樵峰皆較

有經驗，而不能自動者也；其次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極守成而已，無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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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革命矣；其他如賀貴嚴、陳立夫、葛湛侯，皆器小量狹，不足當事也。

茲再將新進者分析之，黨務：陳立夫、張厲生、張道藩、劉健群、羅志希、

殷錫鵬〔朋〕、方覺慧、齊世英、方治、魯滌平、羅貢華選之。其他如內政、

外交、經濟、法律、教育諸部，從長考選，不易多得也。」8蔣介石對他身邊

的幹部一一加以排比，覺得還是不敷使用。他曾在日記中寫道：「近思舊識幹

部人才，幾無一得，而本黨原有之幹部更難多得。季陶、益之較有幹才，而

其消極、懶慢，不能為用，是為最大之不幸。其次則張岳軍、蔣雨岩、朱騮

先，亦只能盡一部之責而已。茲假定黨務戴季陶、陳果夫、羅志希、張岳軍； 

軍事何敬之、陳公俠；政務朱騮先，以馬寅初任經濟，王世杰任法律，蔣夢

麟任教育，張岳軍任內政，蔣雨岩、周鯁生任外交，俞樵峰任交通，未知其

果能無誤否？」9

6月28日，蔣介石在武漢正式設立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此後他一直坐

鎮武漢及南昌等地指揮剿共戰事，其間亦曾多次召見各方學人，聽取他們的

意見，在日記中留下了許多記載。譬如聽中央大學清史教授蕭一山講解歷

史，認為「其所見者為法度與思想之大處，可佩也」（7月19日）；連續多日聽

周鯁生講國際形勢，內容涉及領事裁判權、租界及國際聯盟諸問題，「所得頗

多」，並認為周在這方面「甚有研究」（7月20、21、22、26日）；聽徐青甫談經

濟問題，胡汝麟講財政問題（7月21、22日）；聽王世杰講英、法、美等國的政

治制度，收獲甚大，內心「亦以為然也」（7月27、28、29日）；還聽楊端六講

貨幣制度（8月9日），劉秉麟講經濟學，特別注重蘇聯的計劃經濟，內心「甚

有所感」（10月10、11、12日）；11月底至12月初，蔣介石在武漢曾多次與胡

適見面，交談教育的方針與制度，這也是他們二人的初次相見。胡適認為教

育之好壞與制度無關，然而「經費不足，政治波動，人才缺乏，辦學者不安

定，無計劃之可能」，這才是教育崩壞之原因bk，蔣介石聽了亦感到「甚以為

然」（12月2日）；聽李惟果講德國與土耳其的崛起與復興，「甚嘆革命之主義，

領袖人格與制度組織，及時機與地點之重要」（12月2、8日）。

這些學者的講述對蔣介石的影響很大，譬如聽了蕭一山談中國歷史上的

統治之道後，他就深刻體會到，中國治道「向以黃老與名刑並用，而折中於孔

子中庸之道」，故「治國工具以宗教、社教、法律三者並用」；而今天下大亂就

是因為「禮教破產，所以思想複雜，法度不立，教禮失效」bl。當他從周鯁

生、王世杰等人那裏初步了解歐美各國的政治制度後，亦有所收穫，認為要

採各國所長，譬如今後的國家體制「於政府，則仿美國總統制；於立法，則仿

德國經濟會之三院制；於選舉，則地區與職業制並重；於中央與地方權限關

係，則仿法國制；而司法與審計及預算制，則另加研究也」bm，並認為「革命

計劃以不平等條約為第一對象，以國內腐化份子，為第二對象，各反動派為

第三對象」，而無論如何，當下唯一要務，就是「速平內亂」bn。

目睹國民黨的現狀，蔣介石又極不滿意，他以為「舊黨員多皆腐敗無能，

新黨員多惡劣浮囂，而非黨員則接近不易，考察更難」，因而自問想要尋求 

德才兼備之士，是否應「在留學生中、大學教授中、職業團體中、舊日官僚 

而未在本黨任仕有風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bo？如何改變政府

官員的結構與成份，此時便成為蔣介石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當然，在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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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學術論文 黨國體制、國民黨在政府內掌控絕對權力的原則之下，適當地遴選一些優秀

的學者進入政府，對於鞏固政權絕對沒有壞處，而與學人的廣泛會面也就成

了他考核人才的絕好機會。譬如他在聽了徐青甫、胡汝麟講解財政與經濟問

題後，深覺其人老練，並以「得識徐、胡二君，至為欣慰」（7月21日）；「今年

得劉健群、錢昌照、俞大維、翁文灝、王陸一、羅貢華諸人，以翁最有閱

歷，亦有能力，可喜也」（7月25日）；「吳國楨或可造人才，吳任倫亦有望之

才也」，「與周炳琳、沈熳若、宣介溪、曹輪金諸人談話，周老練、沈幼浮、

宣急」，方知「求知人才之難也如此。余力事選人皆無體系，何能得人成事耶」

（7月26日）；「組織與專才重要，而才不易得也。現在進行者，翁、錢之組

織，近於政治與經濟，而俞之組織近於外交與教育；劉之組織則近於軍事與

黨務。最難得者，為外交與財政人才，應注重之」（7月27日）；與吳鼎昌談話

之後，也發現「此人確有研究，亦知人事，可以交也。其對於經濟亦有心得」

（9月30日）；「李〔惟果〕與劉〔秉麟〕皆可用之才也」（12月2日）；「蔣廷黻及對

外交確有研究與見地者。何廉亦實踐力行之人也」（1933年8月23日）。

蔣介石在與這些學者見面的過程中尚能虛心請教，禮賢下士。在與學人

的交往中蔣介石受到不少啟發，得益甚多，他們自然亦知無不言，介紹各自

所掌握的知識。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談話，蔣介石開始注意並招攬其中的

優秀人才進入政府，為其服務。例如，1933年1月26日，任命俞大維為軍政

部兵工署署長；4月21日，任命王世杰為教育部長；特別是1935年11月國民

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國民政府進行改組，一批重要的學人和專家進

入政府，如內政部長蔣作賓、實業部長吳鼎昌、鐵道部長張嘉璈，以及行政

院秘書長翁文灝、政務處長蔣廷黻等，被時人稱為「人才內閣」bp。這一舉動

不僅對政府內部的成員結構有所調整，同時也得到國內學界的一致讚賞。

應該注意的是，雖然蔣介石將一些學人延攬入體制之內，並對其中一些

人委以重任，但他對這批知識份子還不是十分放心。翁文灝算是蔣介石十分

推重的人選，他就對竺可楨說過，蔣介石做事雖「事無巨細，務必躬親」，但

「對於所用之人，概不十分信任」bq。在蔣介石看來，「中國學者之大病，在能

創造而不能繼續；在富於研究天性，而無工作習慣」，這是因為「農業國之特

性，教育、制度、法律，皆須根據於此」br。可見國民政府的統治依然是建立

在個人獨裁的黨治基礎之上，知識份子的入閣絕不可能改變國民黨一黨專制

的性質。

二　戰時蔣介石對學人的態度

（一）禮遇與倚重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前夕，蔣介石為了凝聚國內民眾抗戰共識，即以

「集思廣益、共濟時艱」為宗旨，計劃在廬山召開以知識界人士為主的會議，

他以為，「教育以民族光榮之歷史、雄厚之國力與偉大之精神為基礎，而助之

以嚴重之困難、無上之國恥，引為人人之責任」bs。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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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照常進行，並邀請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出席，各黨派中包括青年黨、國家

社會黨（國社黨）、農民黨以及村治派、職教派和救國會各方面的領導人，而

無黨派人士則主要是各大學校長與教授。中共方面雖然也派周恩來、林祖涵

和秦邦憲前往廬山，但並未參加談話會。據統計，出席會議的學者、名流共

132人，其中教育界即高達104人，包括竺可楨、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等

二十三位大學校長，還有胡適、任鴻雋、曾昭倫、張志讓、陶希聖、鄭天挺

等七十二位知名教授bt。這表示在國難當頭之際，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對

知識界的禮遇與誠意，更希望得到知識界的倚重和認同。7月15日談話會在廬

山舉行，兩天後蔣介石在出席談話會時對時局發表了重要講話，向全國軍民

表示了堅持抗戰的決心。31日，蔣介石約胡適、張伯苓、梅貽琦、陳布雷、

陶希聖等人午餐時，亦表明他已決定與日軍作戰，說明此時以知識份子為主

體的民國學人已被蔣介石視為堅持抗戰的重要力量ck。

為了堅持抗戰，必須團結全國軍民，凝聚共識，其中對知識份子的態度

至為重要。在這方面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確實作了不少努力，可以從以下幾個

方面分別予以敍述。

1、政治：開放黨禁，動員入黨

國民黨於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即釋放「七君子」及其他政治犯，並同意開

放黨禁，實施國共合作。「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黨設立國防最高委

員會為全國國防最高決策機關，下設國防參議會，邀請二十四位各黨派領袖

及社會賢達參加，其中包括張伯苓、馬君武、胡適、蔣夢麟、傅斯年、陶希

聖等多位學界人士。國防參議會存在的時間雖然不算長，但卻是抗戰爆發後

各黨派人士聯合的標誌，它也成為後來國民參政會的雛形。

1938年7月6日，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參政員共200人，其中

教育界有五十九人，幾佔全體參政員的30%，也是人數最多的界別。雖然參

政員均由國民政府聘請，並非選舉產生，但他們都是社會上、學術上和經濟

上享有重要地位的人士，而且國民黨籍的參政員只佔五分之二。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雖然以後各屆參政員的人數愈來愈多，產生的方式又改為選舉與遴

選兩種，但國民黨籍參政員的比例卻不斷增加，到第四屆三次會議召開時，

其比例已上升到80%以上了。

蔣介石在開放黨禁的同時，更注意吸收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著名的學

人加入國民黨，最終目的當然是希望他們為其所用。1939年3月4日，蔣介石

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發表演講，除了強調「教育是一切事業的根本」外，

更向全國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各大學的校長和教授呼籲「以實現三民主義引為

自身的責任」，加入國民黨，為共同抗戰、救國家於危亡的目標而奮鬥cl。

戰前雖然也有一些知名學人加入國民黨，但人數並不算多，然而戰時在

國民黨乃至蔣介石的親自關注之下，知識份子入黨的數量顯著上升。譬如西

南聯大中的三位常委、亦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校長蔣夢麟、梅

貽琦、張伯苓都是國民黨員，其他大學校長、特別是國立大學，如中央大學

先後幾位校長羅家倫、顧孟餘、顧毓琇、吳有訓，浙江大學竺可楨，武漢大

學周鯁生，廈門大學薩本棟，雲南大學熊慶來，重慶大學葉元龍，金陵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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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大學吳貽芳等都是國民黨員，其中多人還被委以國民黨中央委員、三青團中

央幹事或監察等職務。這些校長入黨後，各校的主要行政單位負責人也在校

長的「邀請」下紛紛加入國民黨，比如蔣夢麟入黨後不久，便召集聯大三校院

處長以上教授「茶會」，宣布「凡在聯大及三校負責的，其未加入國民黨者，均

先行加入」cm。因而學校各級行政負責人絕大部分均「遵命」加入國民黨，其他

高校的情況也跟聯大差不多。

1939年西南聯大成立國民黨區黨部，雖然該校素稱大學中的「民主堡壘」， 

可是全校教授中的一半以上都是國民黨員，包括查良釗、鄭天挺、馮友蘭、

陳雪屏、姚從吾、華羅庚、羅常培、楊振聲、李廣田、孫毓棠等，而據1944年 

2月的統計，聯大371名教師中，國民黨員超過150名，這還未計算職員與學

生中的國民黨員以及學生中的三青團員cn；武漢大學的國民黨員有九十多

人，其中包括楊端六、王鐵崖等二十位著名教授。這些學者加入國民黨的原

因亦不盡相同：

其一，出於財政誘因。如私立華西協和大學校長張凌高為了獲得教育部

的補貼，不得不接受陳立夫、程天放的介紹，加入國民黨，其後為爭取得到

教育部的更多資助，他還動員該校一百多名教授和學生入黨co。

其二，礙於政治壓力。北大歷史系教授鄭天挺後來被推薦出任西南聯大

的總務長，1939年8月24日，蔣夢麟和梅貽琦特別在梅寓招待聯大三校負責

人商談加入國民黨之事，鄭天挺在當天的日記回憶了他與國民黨的淵源，以

及從「未入黨」到「決入黨」的轉變：1922年他自北京到福建參加革命，「雖日

與黨中同志相處而未入黨」；1927年他曾代理浙江省民政廳長，平日「周旋於

黨政諸要人間，亦未入黨」；1930年，他奉老師蔣夢麟之命，「入教育部任秘

書主任，亦未入黨」。鄭天挺認為，對於國民黨黨義的了解，他比許多列名黨

籍的黨員要深得多，信仰也比他們堅定，「所以未入黨者，不願以入黨獵官固

位也」。然而「今中央既有使各大學組黨、重要人員入黨之議，為保護學校及

孟鄰〔蔣夢麟〕師，決入黨」，而且他們還「建議中央推錢端升、周炳琳、吳有

訓為籌備員」。1940年夏，西南聯大正式成立國民黨聯大直屬區分部，鄭天挺

在日記中寫道：「自今日始，余列名黨籍矣。」cp類似這些聯大教授參與國民

黨活動的情形在他們的日記中多有記載cq。

然而，蔣介石拉攏知識份子入黨的另一個目的是要控制高等學校師生的

思想，1943年7月16日，蔣介石向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三青團幹事會書

記長張治中、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白崇禧、教育部長陳立夫等人發出手

諭，要求「以後各大中學內，其黨務、團務、軍訓與訓導等人員，皆應統轄於

校長，受校長之指揮與考核。即本此原則，以定學校之制度，但各校校長必

須皆為黨員，方足以領導黨團之人員。各校每周應舉行黨務會報一次，即由

上述四部分負責人員出席參加，各校黨義一課以後應改由校長講授，俾引起

學生之重視」cr。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準備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多次表示

要在大會召開之前「徵集社會與教育、經濟界名人入黨」，並要求「六全大會前

徵求名人入黨名單」，預定在「各大學教授中，選拔本黨黨員」cs。1945年4月

7日，蔣介石向組織部長陳立夫、教育部長朱家驊發下手諭：「希於各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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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中保舉最優秀之黨員，每校二至三人，詳具履歷及研究項目與其專門著作

等，於三星期內呈閱。」ct這亦反映了蔣介石此時希望改變國民黨結構的迫 

切性。

2、學術：資助出版，獎勵研究

蔣介石與學界的聯繫主要是通過侍從室、特別是陳布雷和錢昌照等人的

協助而進行的。侍從室曾奉令協助成立藝文研究會，並贊助或支持數十種雜

誌和刊物的出版（如《藝文叢書》）。蔣介石曾令以侍從室名義贊助一些學術機

構及社團，譬如協助馬浮創辦復性書院，出面協助哲學界成立中國哲學會，

還扶植《大公報》，利用學界和輿論的力量，擴大知識份子的參與，讓他們進

入政府的體制內參政議政dk。

蔣介石如此關心創辦學術刊物，當然是希望藉此宣傳國民黨的方針和 

政策，為鞏固其統治服務。蔣介石多次強調，文學史學為國民精神所寄託，

應加以提倡，以喚起民族意識。胡適在美國翻閱張其昀借給他的《思想與時

代》，知悉這個刊物是蔣介石撥款資助的，主要執筆者為張其昀、錢穆、馮友

蘭、賀麟等人，雖然沒有發刊詞，但每期刊載的啟事卻要求作者提供的文字

必須是：「1.建國時期主義與國策之理論研究；2.我國固有文化與民族理想根

本精神之探討」，胡適認為「此中很少有好文字」，因為「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

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dl。也就是在這樣的指

導思想下，1941年中央黨部創辦《文史雜誌》，以葉楚傖為社長，盧逮曾為主

編，目的就是要宣傳蔣介石的新生活思想。但朱家驊認為盧逮曾的聲名不廣， 

在學界的地位亦不高，為了將雜誌辦好，他曾多次函電時任齊魯大學國學研

究所主任的顧頡剛，催促他盡快到重慶接任。雖然顧頡剛認為「張其昀有政治

野心，依倚總裁及陳布雷之力，得三十萬金辦《思想與時代》刊物於貴陽，又

壟斷《大公報》社論，賓四〔錢穆〕、賀麟、〔張〕蔭麟等均為其羽翼。賓四屢在

《大公報》發表議論文字，由此而來。其文甚美，其氣甚壯，而內容經不起分

析。〔辛〕樹幟讀之，甚為賓四惜，謂其如此發表文字，實自落其聲價也」dm，

但還是沒有拒絕朱家驊的邀請，到重慶主持《文史雜誌》的日常事務。

抗戰期間，教育部還秉承蔣介石的旨意，盡力為高等教育實施補助。

1940年5月27日，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重慶參加第一次學術審議會，經王世 

杰提議，每年由財政部與教育部洽商，撥美金200萬元「作為大學之設備」dn。

其後教育部根據戰時國家法案，設立了「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自1941至

1947年先後舉辦了六屆，本屬「臨時」、「補助」的舉措，雖然獎勵的對象很少， 

但確實對於高級知識份子戰時的生活有所幫助；更重要的是，由於評審權

威、過程嚴密，後來成為代表國家的最高學術獎，而從評選的結果來看，當

初獲獎的作品即在當下，也是學術界公認的扛鼎之作do。

蔣介石還指示經濟會議秘書長賀耀祖，「對於報上所載有關經濟之論文，

應隨時予以注意，並擇其有見解有才識者，設法與之聯絡，或約談考核，再

擇其才幹具操守者，設法收羅為要」dp。也同樣是出於籠絡的目的，蔣介石對

於著名學者極力做出禮賢下士的姿態。據馮友蘭回憶，凡是從別的城市到重

慶去的知名人士，蔣介石都會請他們吃飯，馮友蘭每次去重慶幾乎都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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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這樣的「禮遇」dq。對於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來說，蔣介石的這種態度和舉動

對他們還是有所作用的。

3、生活：撥款救援，提高待遇

戰爭期間，由於物資短缺，通貨膨脹，大後方的民眾生活日益貧困，其

中尤以高級知識份子的境況最為明顯dr。對於這一現狀蔣介石並非不清楚，

他也曾設想採用一些方法提高知識份子的待遇，譬如設立部聘教授，楊樹

達、陳寅恪等三十位知名學者被提名出任民國三十年度（1941）首批部聘教

授，除月薪600元外，每月還加發研究補助費400元；提高高校教師的薪酬，

對教師和學生提供米貼和平價米，盡力維持他們基本的生活水平，而且他本

人還為某些重要的學人提供過援助。抗戰之初，蔣介石曾讓中央組織部長朱

家驊寄錢給陳獨秀，接濟他的生活ds。竺可楨生活艱窘，「半年以來因梅兒

〔竺可楨女兒〕屢病氣喘，自渝返家旅費計一千餘元，近購魚肝油三瓶三磅

八百元，朱誠中醫藥費152元，單梅一人已用二千四、五百元，故已虧空

三千。適得教部轉來委員長餽賜3,000元，得此可彌補」dt。蔣夢麟曾告訴鄭

天挺，他在重慶向蔣介石傾訴西南聯大教授生活困苦，蔣即答應「撥獎助金

二十萬，已交到矣」ek。1942年7月，中央大學地質系教授朱森因生活窘困羞

憤自殺，此事引起大後方知識界的強烈震動，蔣介石亦深為吃驚，他在日記

中寫道，要注意「朱森教授之死案」；更將「大學教授補助金辦法之催訂」列於

重要的工作計劃之一el，目的自然是要盡量減少類似的慘案再次發生。

在蔣介石對待學人態度上，以梁啟超之子梁思成、思永兄弟的故事較為

典型。抗戰之後梁思成兄弟到了大後方，生活難以為繼，林徽因、梁思永更

身患重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為此曾多次寫信給中研院

代院長朱家驊、幹事長葉企孫和翁文灝，甚至直接致函蔣介石，希望政府能

撥款救急。朱家驊和翁文灝得悉後先與陳布雷商談，其後便向蔣介石作了匯

報。蔣介石很快就作出批示，並從他的特別經費中撥出2萬元作為補助款，由

傅斯年轉交梁氏兄弟。雖然梁氏兄弟對此事原委並不清楚，但家人的病情以

及生活確實得到明顯的改善em。

知識份子雖然生活清貧艱苦，卻不願接受嗟來之食，為了照顧到學者的

自尊，同時解決他們的一些生活困難，當政者亦曾設想過多種辦法。如前所

述，1941年6月，顧頡剛應朱家驊之邀，赴重慶出任《文史雜誌》社副社長時，

朱就曾對顧表示之所以創辦這個雜誌，是因為抗戰以來物價日高，一批大學

教授生活困難，政府正為他們想辦法解決，其中一個辦法就是讓文學院的教

授多發表文章，取得稿費en。

其實這不僅僅是朱家驊的意見，蔣介石也是這樣考慮的，他在致陳布雷

電中表示，對於大學教授中生活困難者應設法予以救濟，並擬定兩種辦法：

「甲、組織政治、經濟、社會以及自然科學等學會或雜誌譯書徵文，如現在補

助哲學學會之辦法；乙、每大學視其教授人數之多寡，擇其家境生活最困難

者，由各校長負責調查，由政府令銀行特別撥款借貸，名為信用貸款，不要

利息，或最低利息，待抗戰完結後五年內分期還清，由政府擔保，但每人每

年有最高借款，如最多每月以五百元、每年以五千元為限。」蔣介石計劃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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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大約200萬元，若照這樣兩種方式便可以對各大學教授有所救濟，但他又

強調要「專救濟真窮苦者為限，而非普通人之救濟」，要求陳布雷即將此意轉

告教育部長陳立夫，令其妥籌辦法，並限於1942年暑假以前發表實行eo。

為了改善大學教授的生活狀況，根據蔣介石1942年12月31日的代電手

令，教育部先後對長期在高校中任職的教員發放獎金補助，一共有1,300餘名教 

員得到補助，其中最高者5,000元，最低者則為1,500元，共撥款2,203,500元。 

收到這筆款項後，「各校教員同深感奮，頗收激勵之效」ep。由於昆明地區物

價上漲幅度較高，教育部還根據蔣介石1943年7月27日代電的旨意，對雲南

大學教職員工資「另按重慶標準百分之五十借撥基本生活費及按薪加成數兩個

月」eq。除此之外，蔣介石還為國立專科以上高校教職員發放特別周轉金等事

多次向陳立夫下達指示，據教育部報告經辦情形，「計三十七校院共發156萬

元」，並規定「教職員特別周轉金為救濟特別難苦之教職員，或臨時醫藥救濟

之用，應根據事實由校長切實負責核給，以資救濟，絕對不准普遍分發或一

時發盡，須留作臨時救助周轉之用」er。上述這些政策雖然不夠完善，補助數

額更是杯水車薪，但應該承認的是，蔣介石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為了改善知識

份子的處境，確實也作過一些努力。

（二）排斥異己

蔣介石雖然致力拉攏知識份子為其服務，但前提是知識份子必須聽命於

黨國和服從他的旨意。表面上他尚能表現出禮賢下士、虛心納諫的態度，但

實際上他內心是愛憎分明的，在日記中時常能看出他對於那些異見者的不

滿、厭惡和憤怒，甚至不惜動用政權的力量加以迫害，其中馬寅初就是一典

型的個案。

馬寅初是著名的財政學家，原與國民黨關係甚好，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曾

受聘參與浙江省的建設，後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兼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經常對

時政發表意見。抗戰爆發後，馬寅初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開始公開抨擊

政府高官中的腐敗現象，矛頭直指孔、宋豪門資本，引起蔣介石的強烈不滿。 

學界同仁都知道這一情形，並深為馬寅初的處境擔憂。竺可楨在日記中說：

「寅初近來對於孔、蔣大肆抨擊，為宋家三姊妹積錢至一千八百萬美金，應以

此款用於抗戰，曾屢次演講，並於《時事類編》上作文提及此事，故蔣曾加以

四次警告，並召渠前往談話，渠不去。蔣乃召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面加責難， 

囑其辭去寅初，卒不果云云」，而且「寅初並述及為朋分飛機款為錢大鈞告

發，宋靄齡姊妹所恨，幾為蔣所槍斃」es。他還說，「《時事類編》五十七期有

馬寅初《對發國難財者徵收臨時財產稅》一文。日來米價又在高漲，今日到每

斗五元四，多半由於商人操縱，故寅初文自受人歡迎，但實行殊困難，以奸

商營業殊難查出確數」et。

馬寅初攻擊孔、宋豪門資本，蔣介石多次約其見面亦不至，終於引起蔣

介石的憤恨，打算以送他到前線考察為名予以軟禁。儘管王世杰等人認為這

樣處置不妥，但馬寅初還是被憲兵從家中抓走，囚於重慶衞戍司令部，後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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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移到貴州的息峰集中營關押。對此事蔣介石是這樣認為的：「本日押解馬寅初

在憲兵司令部，以此人被共黨包圍，造謠惑眾、破壞財政信用也」；「監視馬寅

初不法行為，似非過當也」fk。

除了馬寅初之外，蔣介石對那些主張憲政者如張君勱、黃炎培、羅隆基、 

潘光旦、張奚若等人亦極為不滿。鄭天挺在日記中曾有這樣一段記載：蔣夢

麟曾對鄭天挺說，這次去重慶見到蔣介石，他對羅隆基十分不滿，懷疑最近

鬧學潮就是潘光旦、張奚若和羅隆基這幾個人從中挑動的。蔣夢麟雖然代 

為解釋，但根本無濟於事。陳布雷和陳立夫告訴他，蔣介石對羅隆基之所以

不滿，不單單為學運事，主要還是因為他挑撥中央與地方關係，因此堅決要

求西南聯大將其辭退。最終聯大頂不住壓力，只能以約滿為由，將羅隆基 

辭退fl。

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共關係日趨緊張，在重慶的民主人士為了挽救時

局，計劃成立一政黨，從中斡旋。12月5日，蔣介石聽聞各黨派擬組織民主政

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前身），痛心不已，他以為「該同盟份子複雜，

所謂國社黨、青年黨、共產黨等等，皆拉雜加入，而其國社報、光明報、華

商報等，在香港出版，對於中國政治、社會、軍事、經濟各種弱點，不僅暴

露無餘，而且造謠誣陷，諸凡不可思像、匪夷所思、無稽之言，每日揭載，

無所不用其極。此不僅企圖毀滅政府，推翻國民革命政權，實欲使敵寇知 

我弱點，誘之加緊侵略，惟恐我抗戰失敗之不速也」。在他看來，「文人政客

之作惡，可說至今已極；而香港英政府則一方要我合作，而一方任反動派在

其保護之下，盡量妄為。嗚呼！我國環境之惡劣，歷代所未有也，痛心無以

復加」fm。

1942年1月，昆明等地爆發「倒孔風潮」，蔣介石聞之至為憤怒，他認為這 

是「反動派鼓動昆明各大學學生遊行示威，以庸之〔孔祥熙〕為其目標。文人政

客之卑劣污陋，如張君勱之流，可謂喪心病狂極矣」fn。同年5月，教育部下

令對各大學的教授資格進行審查，西南聯大教授張奚若、燕召亭等聞訊後竭

力反對，並主張召開教授會予以抵制。然而此事很快即為蔣介石所知，下令

嚴查。鄭天挺對於消息外洩感到奇怪，「豈教授中有作特務工作者耶？」fo這

也就說明國民黨的情報工作可能已滲入大學的教授之中fp。

抗戰勝利前夕，全國民眾都希望戰後中國成立一個聯合政府，逐步走向

民主，左舜生等七名國民參政員提出先實現民主措施再召開國民大會的提

案，引起蔣介石的極大不滿，他認為「左〔舜生〕、王〔黃炎培〕等參政員借名

共黨反對召集國民大會，否則就是政府準備內戰、製造分裂之口號加以恫赫

〔嚇〕，而若輩即以此從中操縱，挾以自重」。蔣介石斥責道：「此等無恥政客

實為漢奸之不如，對於國家前途之安危存亡毫不之顧，而惟以私人之近利是

圖。」fq這說明蔣介石對待學者名流的態度涇渭分明，立場非常明確，那就是

若能順從黨國的旨意，或至少不公然表示反對，那麼彼此之間好來好往，蔣

介石也可以以禮相待，甚至邀請出任相關職務；但若處處與政府唱對台，不

尊重領袖的地位與意志，那政府就會採取一系列的報復、打壓乃至於人身迫

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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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人的態度：以顧頡剛為例

（一）抗戰前及戰時的態度

民國時期學人的家境經歷不同，政治立場各異，對於政權與領袖的態度

並不一致，即使是同一個人，在各個時期也會發生變化。儘管民國時期學人

的表現和政治立場有所不同，但一般來說，他們的人格還是相對獨立的，雖

然對權勢、對政府存有敬畏心態，但也不是絕對盲從，在統治者面前，他們

尚能保持自己的價值判斷，追求自由與獨立的精神fr。

民國學人大致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一、基本上不問政治、只是研究學

術的單純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等；二、雖然對政治有一種關懷、卻不願

參預其間，如傅斯年、顧頡剛等；三、原本是學者，後被當局者拉入政府並

擔任重要職務，如朱家驊、王世杰、翁文灝等fs。儘管這些學人對入仕的態

度有所分別，但在他們身上大都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士大夫精神，亦

不曾忘卻身為知識份子應對國家民族所承擔的責任，因而他們對政治都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關懷。

顧頡剛可以算是上述第二類即議政但不參政的學者，他年輕時即開始記

日記，六十多年幾乎從未中斷。他對自己所寫的日記極為珍視，視為「生命史

中最寶貴之材料」，當中記述了他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態度。顧頡剛雖然是一

個學者，但他對政治也相當關心。他曾於1912年加入中國社會黨並參與相關

活動；其後考入北京大學，除了鑽研學術外，亦積極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大革命時期，他在政治上持親國民黨立場，1927年初，正當國民黨北伐節節

勝利之際，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勸他回國後「似以不做政治活動為宜」，但

又提醒，「如果要做，最好加入國民黨」，因為他「深感到國民黨是一個有主

義、有組織的政黨，而國民黨的主義是切中救中國的」。他還「感到這一次 

的革命確比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上級社會的革命，這一次是民眾的 

革命」。他說自己對此亦深表同情，如果不是為了埋頭致學的話，也會加入國

民黨ft。

對於蔣介石，顧頡剛的態度經歷了一個複雜的轉變過程。「九一八事變」

後，燕京大學成立中國教職員抗日會，顧頡剛擔任宣傳幹事，負責出版通俗

讀物向民眾宣傳，堅決主張對日進行抵抗。1933年長城抗戰之際，顧頡剛得

知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打得很好，打出了中國人的志氣，但卻聽說「蔣介石派邵

元沖去，以慰勞為名，勸其停戰」，難道「蔣氏殆思屈辱耶？此人真萬死不足

蔽辜」。他還聽說「我方不設糧站，前線軍人至苦，蔣氏之罪通於天矣」gk。這

說明此時顧頡剛不僅對蔣介石的對日政策不予贊同，甚至是嗤之以鼻的。

然而顧頡剛要推動他的社會活動和事業發展，就必須與政府保持一定的

聯繫，1933年顧頡剛在教育部長王世杰的支持下，成立通俗讀物編刊社；

1936年他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葉楚傖、朱家驊的支持下，在北平秘密籌辦新

聞事業，獲當局提供經常研究費每月5,000元，開辦費1,500元。因此他自然

對國民黨與蔣介石保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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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在民國學人中，朱家驊可以說是學者從政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顧頡剛

與朱家驊的關係向來很好，他曾接受朱的延攬，出任中山大學教授。1936年 

1月，顧頡剛為創設及維持禹貢學會籌款之事，特意到南京求見朱家驊，朱對

他的要求表示同意，但同時又勸其加入國民黨，說這樣以後便於合作，顧頡

剛最終同意入黨gl。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回奉化老家休養，朱家驊想介紹顧

頡剛去見他，然而蔣介石「脊骨未癒，醫囑須靜臥半月」，遂託陳布雷代為接

見。但陳布雷也很忙，只是說他已看到顧頡剛給朱家驊寫的信，很是欽佩云

云，並勸顧頡剛萬萬不可灰心，表示「工作固有接續之希望也」gm。

1941年1月7日，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致函顧頡剛，稱中央秘

書處擬創辦一《文史》半月刊，每月經費5,000元。朱家驊表示，「此種刊物純

為學術論文，足以左右一時風氣」，並已徵得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同意，聘

請顧頡剛前來重慶主持刊物。1月19日顧頡剛回函，以身體、家庭、齊魯大學

之事務及影響力不如從前為由，予以辭謝。24日，朱家驊再次來函，稱「中央擬 

創辦之《文史》半月刊，關係至為重要，葉、戴〔季陶〕諸公雅相器望，咸以此

事非兄莫屬」，仍力邀顧來重慶就職gn。同年6月，顧頡剛應朱家驊之邀，赴

重慶出任《文史雜誌》社副社長，社長由葉楚傖掛名，具體事務則由顧頡剛負

責。在這之後一個月，顧頡剛終於在重慶見到了蔣介石。7月13日上午10時， 

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汽車來接顧頡剛，先到陳布雷家，再乘汽車渡江，到黃山

謁見蔣介石。顧頡剛當天身體有病，但同行的辛樹幟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時「頗

能侃侃而談」。顧回來後在日記中記述與蔣談話主要是整理古籍和經學之事，

然而對蔣介石「只知山東神童江希張，使我心冷」go。

1943年1月，中國與英、美兩國簽訂新約，廢除了一百多年以來強壓在中

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消息傳來，舉國振奮。據顧頡剛回憶，當時中央

黨部有人提議由民生工廠鑄造九鼎獻給蔣介石以示致敬，而中央大學的學生

則推請他撰寫鼎銘。顧頡剛於是就讓歷史系學生劉起釪擬寫，他只是對銘文

予以修改而已，但幾天後報上發表時說是他撰寫的，他認為這恐怕是因為其

地位高、以其名為重的意思。在他看來，修訂新約對於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

件大喜事，就是中共在當時應該也不會反對gp。

顧頡剛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中國與英美之新約既成，各學校黨部及工廠

黨部欲向蔣委員長獻九鼎，而以鼎銘屬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竄。」鼎銘

曰：「（一）萬邦協和，光華復旦。（二）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

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獻茲九鼎，寶於萬古。」然而沒想到「此文發表

後，激起許多方面的批評，使予自慚」。傅斯年並說此舉「大受朋輩不滿」，陳

寅恪甚至「比予於王莽時之獻符命」。顧頡剛聞後心中不服，以為「諸君蓋忘我

之為公務員，使寅恪與我易地而處，能不為是乎！」gq其中「公務員」一詞說明

他此時有一種強烈的國家意識。關於此事竺可楨在日記中也有記載：「寅恪對

於騮先等發起獻九鼎、顧頡剛為九鼎作銘，驚怪不已。謂頡剛不信歷史上有

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詩嘲之云：『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世俱新，讀

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九鼎銘辭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周妻

何肉尤吾累，大愚分明有此身』。」gr這都說明獻鼎之舉當時在大後方知識界

所引發的巨大迴響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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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鼎之事最後雖然未成，但此舉還是讓蔣介石對顧頡剛抱有好感。這一

年的3月，教育部花費了十多萬元，在重慶倡導成立中國史學會，邀請大後方

雲南、貴州和廣東等地的大學教授前來參加。顧頡剛以為，「說教部提倡學

術，殆無此事；有謂延安正鼓吹史學，故辦此以作抵制，不知可信否」。因為

他與教育部長陳立夫關係惡劣，原本不想出席，但又怕因此受到打擊而勉強

參加，沒想到最後他得票最多。他猜測，「此事恐係蔣委長發條子與教部辦

者，條子上舉我之名，故彼輩不能不推我出來，俾好向委長報銷」。然而「觀

於史地教育會部發新聞，不列我名，可知部中仍排斥我」gt。

抗戰勝利後顧頡剛與國民黨的關係已經逐漸疏遠，但政府相關部門對他

仍然相當關心，從選舉國大代表之事即可以得到證明。1947年11月，民國成

立後的第一次國民代表大會進行直接選舉，顧頡剛原本並未計劃參加競選，

可是在選舉前突然收到教育部人事處主任的來信，說他競選教育團體國大代

表之事已由政府圈定。顧聞訊甚為詫異，心想「我不但未競選，且未起此心，

誰為我覓五百人簽署耶？」hk

應該說，顧頡剛代表的依然是當時大多數學人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態

度，他們大都具有國家主義的思想，贊同國家統一，雖然對國民黨的專制有

所不滿，但還是認同其合法統治，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中，他們都

擁護蔣介石為國家最高領袖，支持他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堅持抗戰。然而，抗

戰勝利後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局勢的變化，尤其是國民政府所表現出來

的專制、腐敗日甚一日，他們的立場和態度也就隨之發生變化。

（二）關鍵時刻的抉擇

作為研究中國歷史的著名學者，顧頡剛身上具有極為濃重的國家主義與

正統思想。抗戰勝利之初，國共兩黨都在積極爭奪對日軍的受降權，搶佔地

盤，但在顧頡剛看來，「共產黨跋扈鴟張，存心割據，要日軍向彼投降，要自

己選出代表參加聯合國會議，要美國對國民黨政府停止租借法，簡直要使中

國立刻分裂。國民新逢勝利，正謂兵革無罹，乃內戰又如箭在弦上，苟非別

有心肝之人，無不痛恨共產黨者，此真有禍中國也」；雖然「國民黨固不滿人

意，但今日之中國實不容分裂」hl。他堅持中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認為剛剛

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出賣了中國人民的利益。8月27日，他在報上看

到傅斯年為中蘇新約辯解的報導感到不齒，認為傅就是一個道地的「御用學

者」，而「此一段話，當他是幫王世杰說的」。顧頡剛認為「割地即割地，獨立

即獨立，偏要替他想出理由，何無恥也！」hm

然而隨着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顧頡剛對國民黨的執政愈來愈不滿，

關係亦日益疏遠。譬如「中央黨部開會三次矣，每次必招，予未一往，予誠不

能黨也」hn；再譬如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與教育部長朱家驊聘請他擔任東北行

轅教育處長暨教育部東北特派員，對於這一掌管東北九省教育大權、主持東

北史地學會的職務，他亦婉言拒絕，「予為國家作事，本甚應當。惟京滬工作

業已展開，將交付何人乎！」ho1947年國民黨要求黨員重新登記，但顧頡剛卻

沒有去登記，「我脫離了國民黨了，精神上是怎樣的鬆快！」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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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遼瀋戰役結束，淮海戰役（徐埠會戰）剛剛打響，國民政府

推行的金圓券政策也露出失敗的迹象，民眾對國民黨的統治日益不滿。顧頡

剛曾與幾位朋友交流對國事的看法，他認為，「今日軍事尚有辦法，而政治則

絕無辦法」，因為國民黨「已被二陳變為CC，軍事長官已被陳誠『整軍』所更

換，經濟則破壞於孔、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再者因為幣制改革、通

貨膨脹，「各部之總務司都以幣值之貶，扣留不發，自做生意，官場腐化，逼

得人不能做事」hq。此時聽聞和談的消息，眾人皆喜，他認為其實人心並不是

完全傾向共產黨，而是因為太討厭國民黨，「國民黨已失盡了人心，故亟望其

交出政權」hr。

當此政局動亂之際，顧頡剛對國民黨已全然失去信心，但他對中共又缺

乏了解，甚為恐懼，將來是否南下廣州或是遷移台灣，他考慮再三，對於「前

途演變，不知如何」。正在這時顧廷龍轉來鄭振鐸的傳話，讓他「不必東跑西

走，左傾歷史學家甚敬重他」，顧頡剛心中感歎：「在此大時代中，個人有如

失舵之小舟漂流於大洋，吉凶利害，自己哪能作主，惟有聽之於天而已。」hs

因此，當胡適被國民政府派專機從北平接回南京後，顧頡剛還去信勸他不要

留在南京，「免入是非之窩」，並說「當國民黨盛時，未嘗與共安樂；今當倒

壞，乃欲與同患難，結果，國民黨仍無救，而先生之令名墮矣」ht。

再看看顧頡剛對蔣介石態度的轉變。上文提及1941年他曾由陳布雷陪同

晉見過蔣介石，除此之外，他在日記中還提到有幾次見面的機會，如1945年

4月11日「到蔣主席官邸吃飯」，蔣介石表示要讓三青團「脫離政治關係，成一

與童子軍銜接之教育性的團體，並擬此後禁止學生入黨，免得各黨競拉學

生，使學校不能安定」。顧認為「此事固好，惜太遲矣」ik。7月20日，「今日

下午同赴主席茶會」。但此次是與眾參政員一起前往的，並無直接交談il。

1948年1月20日，「見蔣主席，面陳教科書貸款事，謂可商量，當召徐柏園計

議。又陳民眾讀物事，謂甚好。予請銷至部隊，亦允可」im。但這幾次見面人

數較多，沒有與蔣介石直接對話，即使單獨見面，也只是傾訴圖書出版的困

難，要求得到幫助，似乎並未涉及其他方面。

然而到了1948年底，隨着顧頡剛對國民黨徹底失去信心，他對蔣介石的

態度也從以往的尊重、崇敬，到疏遠、失望、不滿，甚至於厭惡了。當他聽

說國民黨提出的所謂和談只是一紙謠言時，對蔣介石不禁大失所望，認為「蔣

氏尚想硬幹到底，其如人心已失何！」in不單單是顧頡剛，其他學人對蔣介石

及國民政府也轉而持反對態度了，譬如竺可楨曾與生物學家秉志談論局勢，

他認為「國民黨之失，乃國民黨之所自取。在民國廿五六年，蔣介石為國人眾

望所歸，但十年來剛愎自私，包攪、放縱貪污，卒至身敗名裂，不亦可惜

乎？」io而以著名學界領袖為主要作者的《觀察》雜誌的取向就更能說明問題，

對此以往已有很多研究，此處不贅。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其後國民黨軍隊經常派遣飛機轟炸上海，

顧頡剛對蔣介石此舉心生厭惡，日記中常有記載：「聞蔣方飛機投下傳單，謂

十五日來上海炸。此人倒行逆施如此，安得不敗！」（6月13日）；「蔣家機兩

日均來，炸黃浦江邊船隻及火油庫，頗傷人。此人如此搗亂，直與民眾為

敵，可厭甚矣」（6月21日）；「今日飛機又來，盤旋一小時許，在閘北、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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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靜安公墓投彈，死傷數百人（後聞達千人）。蔣氏臨沒落還要闖禍！」（6月

29日）；「前日下午二時，蔣機來炸十六鋪，死卅餘人，傷七十人。今日上午

十時，又來炸數次，聲甚巨，覽報，悉又是十六鋪一帶。有本領，應到前線

去，或收復失地，現在儘作損人不利己之事，以老百姓生命為兒戲，豈英雄

耶！」（10月15日）而當蔣介石在台灣復行視事時，顧頡剛則認為「此君真厚

顏」（1950年3月1日）ip。這大概能說明顧與蔣的關係已經發生決裂了。

四　抗戰後知識界與政府關係的疏離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儼然以四強之領袖居於國際舞台，在國內也曾是萬

眾擁戴的最高元首，然而還都後未久，國民政府的統治就呈衰敗之象，他的

個人形象也日益低落，民眾的心理愈益對國民黨不滿，知識界與政府的關係

也日漸疏離。對於這一變化蔣介石亦深感憂慮，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 

曾對他說，目前各界對當政者最大的不滿不是別的，而是「政府已失人心」。

蔣介石聽後認為「無異為我下一當頭棒，惶愧無已」，但他又認為「彼未見匪區

人民之痛苦十倍於此，所謂人心向背者豈有標準乎。余以為可憂者在世無是

非耳」iq。他對學人的態度也是好惡兼備，偶或反覆多變，言行不一。譬如他

一方面約民盟秘書長張東蓀吃飯，另一方面在日記中又斥之為「一小人儒

也」，而且認為「最近文人類皆如此，一面惡共，一面懼共，故不得不阹和

之，以為將來求饒之地也」ir。

抗戰勝利後學潮不斷，蔣介石對此更是束手無策。1945年12月1日，昆

明爆發戰後第一次重大學潮，蔣介石認為此「雖為共匪所主持與煽惑，而我黨

幹部軍政當局之無知識無能力竟造成慘案，徒供反動派之口實」，並向雲南省

主席盧漢下達指示：「如萬不得已時，即應解散其罷課各校。關於學生之安

置，應準備集中軍訓，並望積極籌備，以防萬一。」因為在他看來，「該校思

想複雜，秩序紊亂，已為共匪反動派把持，不可救藥矣，自由主義誤國害學

之罪甚於共匪，為不可宥也」is。針對日益洶湧的學生運動，蔣介石在1946年

12月31日日記的「反省錄」中寫道：「學生幼稚無知，固無論矣，而其一般教

授既不能領導學生、管理業務，又不能自治自理，只知爭先還鄉，索款需

用。士品之頹落，學風之敗壞，幾乎為此少數自由份子中所謂民主同盟之

流，將禮義廉恥之民族德性掃地殆盡。尤以西南聯大中之清華教授聞一多等

五、六人為最劣。」

當國共內戰愈來愈激烈之時，《大公報》創辦人胡霖曾向美國駐華大使司

徒雷登（John L. Stuart）表示，上海各界六十餘人聯署，希望美方出面促請蔣介

石下野，由張群負責，以期打開局面。蔣介石得知後極為憤怒，他以為胡霖

「本陰謀之政客，萬不料卑劣無恥至此，是誠洋奴成性，不知國家為何物」。

接着他又將其推演至其他知識份子與社會名流，認為他們「大都均以洋人為神

聖，國事皆以外國態度為轉移。民族自信心之喪失如此，若不積極奮鬥圖

強，何以保種與立國也」it。這也充分表現出蔣介石對知識份子「以洋人為神

聖」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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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間，南京、上海、北平等各大城市的學校相繼爆發學潮，對國

民黨的統治造成重大衝擊，蔣介石認為這是各大學的校長、教授「無能、無

德，不能統禦學生」所致，當然也因為「物價高漲，公教人員生活困迫，一部

〔分〕教授被其利用」，以致「大學學生且多為共匪宣傳與組織所脅制」jk。因為

生活問題，北京大學八十多位教授自1948年10月25日起宣布罷教三日。蔣介

石在當日日記中寫道：「北京大學教授八十餘共同罷教，廿二日以生活困難，

要求借薪兩月為詞，其學生又全部給公費。下午，其校工與助教亦皆罷工，

此乃共匪外圍之陰謀，乘軍事緊急之際，在我後方搗亂響應也。」

蔣介石欲採取鎮壓的手段解決學潮，但卻遭到各大學校長與教授的反

對，他在1948年8月28日日記中寫道，「對各大學共匪潛伏份子之逮捕時，初

時各大校長皆猶疑不定，其中反動教授更為反對執行」。戰後曾出任上海市長

的吳國楨後來回憶說，儘管多數大學校長和很多教授都是國民黨員，但他們

卻同情學生反政府的運動，而對政府的舉措則表現得十分冷漠。吳國楨分析

其中的原因，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長期以來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教授的生活

每況愈下jl。

不過應該承認，蔣介石對那些知名學者還是關心的。1944年11月4日，

中國科學社聯合各科學團體在華西大學舉行慶祝成立三十周年紀念大會暨第

三十屆年會，蔣介石專程致電，予以祝賀jm。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經過多

次遴選，終於選出了八十一位院士，都是中國知識界菁英中的菁英。同年9月

23日，中研院在南京舉行該院成立二十周年暨第一屆院士會議。與此同時，

人民解放軍發動濟南戰役，並於9月24日佔領濟南。蔣介石聞訊自然是悲憤

莫名，但同時又得知中研院第一屆院士會議召開，他以為「此乃學術界建設之

基礎，得此在憂患中藉以自慰也」jn。

然而，蔣介石等人沒想到的是形勢發展如此之快，國共軍事力量的對比

瞬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兩個多月後遼瀋戰役結束，徐埠會戰業已開打，

戰火已接近國民黨統治的中樞。在此情形之下，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召集會

議，決定停止該院的所有基建項目，準備遷移台灣，重點游說以中研院院士

為代表的那些學人。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戰役打響，蔣介石即召集朱家驊、 

傅斯年、杭立武等人擬訂派遣專機搶救平津學術及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計劃，

但最終只有胡適、陳寅恪、梅貽琦、英千里、錢思亮等幾位學者上了飛機，

其餘多數教授都選擇留下來「靜觀其變」。舉例來說，中研院第一屆院士共有

81位，在決定中國未來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只有9名院士跟隨國民黨去台

灣，12名院士去國外，其餘60名約佔74%的院士都選擇留在國內，蔣介石擬

訂的搶救學人計劃最終慘遭失敗。儘管這些學人選擇留在大陸不去台灣有各

自不同的原因，但他們普遍對國民黨、對蔣介石失去信心則是不爭的事實。

五　結語

綜上所述，蔣介石對民國學人的態度可以說是既愛惜關懷，但又猜忌懷

疑，甚至時有憤懣之心。對於知識份子的才識，一向推崇儒家思想的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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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希望天下才士盡為其所用，但這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知識份子必須

服從他的統治權威，維護黨國的利益。因此，他對於知識份子身上存在的那

種獨立意識和追求民主、崇尚自由的精神，特別是對他們反對其一黨專制的

方式十分忌恨，甚至不惜採取一些強制手段予以迫害。

民國學人大都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在他們身上普遍存在着爭

取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的追求，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種追求是並行不悖

的。然而蔣介石卻「對現行教育深為不滿，尤不滿於『五四運動』，嘗稱之為

『亡國的五四運動』，並謂『五四運動』較之軍閥尤甚」jo。國民政府成立初期，

出於穩定政權的需要，國家急需集聚各方力量建設國家，其中知識份子的作

用尤顯重要，蔣介石對知識份子的態度有所變化。「九一八事變」後，一批知

名學者被延攬加入政府，並擔負重要職務。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民族獨立、 

救亡圖存成為全國民眾首要任務，國民黨也作出某些開放黨禁、共赴國難的

舉措。儘管很多知識份子不滿於國民政府的黨國體制，但是為了抗日禦侮，

他們仍然擁戴蔣介石作為抗戰的最高領袖。抗戰期間，內遷大後方的高校教

授都能與國家和民族一起堅持抗戰，共體時艱，為繼承與發展中國的文化和

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由於物價高漲，生活艱窘，特別是親眼目睹

大後方的貪腐情形日益嚴重，他們的心態自然會發生變化。雖然像聞一多、

潘光旦、吳晗那樣激進反對政府的學人並不算多，但從支持轉而批評政府的

教授卻愈來愈多，這種影響還延續到抗戰勝利之後，導致他們對國民政府態

度發生轉變，顧頡剛就是其中一個生動的例子。

儘管蔣介石對民國學人採取禮賢下士、爭取為其所用的策略，但由於黨

國體制的特徵與民國學人追求的民主自由絕然不同，加上生活的日益貧困，

也是知識份子對國民黨失去信心的重要原因。抗戰期間，為了國家統一、民

族復興，廣大知識份子尚能團結對外，認同國民黨與蔣介石的領導權力；但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依然堅持一黨專制，迫害異己，經濟上政策失誤，腐敗橫

行，通貨膨脹，民眾生活苦不堪言。以往生活優渥的知識份子亦飽受折磨，

以致與國民黨離心離德，最終與其分道揚鑣，徹底決裂，這是否又是歷史的

必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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